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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非法律思想之影響 

第一節 韓非思想與秦政 

    韓非子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探討了時代的切身問題，提出了系統完整的政治

理論，成為當時偉大的政治設計師。韓非死在秦國，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國，在

很大程度上被付諸實踐，並最終導致秦統一中國，並致覆亡。 

一、韓非「法」思想對秦王專制統治的影響 

1.以吏為師 

    在韓非的觀點中，以「法」治國可以運用賞罰的力量，驅使人表現某種

行為、不表現某種行為，只要教導百姓認識法律、知道法律，便能使法律深烙在

人民的心中，期待人民能依法行事，使一切人民的言行全部納入國家的控制中。

韓非認為以法為教可能產生的功能，在講求效率和功用上比起道德的培養和感化

快速許多，所以落實法律變成必然的工作。要落實法律便要將官方制定的規則解

釋給百姓了解，規則才有運作的基礎。這個法教的過程是由上而下，從國君的權

力透過國家的官吏，徹底而全面地運作於百姓的身上，其中國家的官吏只是傳聲

筒，人民唯一的義務只有服從和配合，以使法律的功能能夠完全的發揮出來。如

同商鞅和甘龍在秦孝公面前進行一場關於進行變法辯論的對話中，清楚的說出關

於以法為教的本質，他說：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知者作法，而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

不足與論治。
1
 

  韓非純粹訴諸於外在的社會力量，例如賞、罰的作用；運用法律來影響人的

行為，以達成控制的功能，目的在造就一個講求國防武力、增進生產力、奉公守

法的社會。韓非便曾明白指出其教育思想的特質在於「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2 

  後來統一天下六雄的秦朝中，齊人淳于越進諫秦始皇實行封建制度時，李斯

卻上書建議焚書以杜絕此事的爭辯，在李斯的文字中可謂將韓非的「以吏為師」

的主張予以徹底的落實，李斯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

                                                 
1 見《新序‧善謀》盧光駿註譯《新序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2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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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3 

在這段文字中，明確表現出國君和統治階層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排斥，採取焚

書的手段杜絕人民知識的來源，想要學習知識只能跟隨國家的官吏學習法律，或

只讀國家所指定的書籍。 

    《商君書》中有對秦國落實「以吏為師」制度之記載： 

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

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書明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

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

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4 

這段文字顯示著：秦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郡縣，都設置有「執法官吏」，人

民有法律上的問題，即可先問「執法法吏」，「執法法吏」不知道，再問「執法法

官」，如此天下吏民對於法律都瞭若指掌，「執法官吏」可依法逮捕犯法的百姓，

百姓遇到不循法的「執法官吏」，也可以告訴「執法官吏」，請求依法處置。如此

天下的百姓、官吏，皆以國家的法律為行動準則，如此利益的衝突自然有解決的

方式，而不會有賄賂、關說的情形發生。當然要達成此種法治上的理想，教育工

作的推動是最主要的一環，所以商、韓兩人都主張致力於法律的公布和解說，韓

非在《難三篇》更指出「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 

秦在統一六國之前，就已經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了司法官吏，專門負責管理

和解釋。統一六國之後，為保證律令統一，地方法官每年都有核對律文和了解律

文的工作；自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機構中都設有法官或法吏負責律令的保管、公

布、解釋、宣傳和實施。5
這種「以吏為師」的作法特別能體現韓非「以法為教」

的思想，希望達成「教導民，去其淫辭，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為善」，「令吏民

皆知之，無至於罪」的法治教育宣傳活動。6在有秦一朝甚至將「是否明法」做

為區分「良吏」、「惡吏」之標準，「凡良吏明律令」而「惡吏不明律令」7徹底實

施「以吏為師」的思想統一工作。 

    後來秦始皇巡視各地時，留下了眾多刻石，其中有不少宣揚法制的內容。《泰

山刻石》說：「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就是說要廣泛宣傳法治使全

國臣民完全領會，並按照法律法令辦事。在《琅邪臺刻石》說：「端平法度，萬

物之紀」，「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就是說制定了統一的法律制度，就有了辦事的

                                                 
3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55 
4 見《商君書．定分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五》，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42 
5 王雲慶，杜玥〈秦朝律法檔案的組成及保管利用爭議〉《檔案學通訊》2007 年第 2期頁 95 
6 睡虎地秦墓書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書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年。轉引自王雲慶，

杜玥〈秦朝律法檔案的組成及保管利用爭議〉《檔案學通訊》2007 年第 2期頁 95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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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確定法令，消除疑點，使大家都能遵守而不觸犯。在《芝罘刻石》說：「普

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就是說全面的推行法治，使之永遠成為治理天

下的準則。 

經過朝廷君臣和官吏們的努力，秦律深入人心，當時秦始皇在《琅邪臺刻石》

中說：「驩欣奉教，盡知法式。」8認為百姓懂得了法律，知道了守法和違法對自

己的利害得失，就會樂於接受教化，都能通曉法律制度。這些施政完全實現韓非

「以吏為師」的法治主張。 

2.法令一統 

韓非主張以法律做為國家至高無上的的控制力量，將所有社會價值標準完全

依照國家的標準——也就是「法」。韓非訴求於以國家法律作為單一標準的正式

社會控制力量。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為了鞏固政權，制定了以往任何朝代都不相同的政治制

度。他不再施行分封王侯的封建制，轉而實施適應時代潮流的郡縣制。國家的政

治、軍事、經濟一切大全都集中在皇帝手裡﹔政事無論大小，最後全由皇帝裁決﹔

主要官吏也由皇帝任免。地方推行郡縣制，把全國劃分三十六郡，郡下設縣；郡

的長官叫郡守，縣的長官叫縣令，郡守和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為了保證各項

制度的實施，秦始皇還統一了全國的法律，以法治國。在《會稽刻石》說：「秦

聖臨國，始定刑明，顯陳舊章。」9就是說秦始皇親自執政以後，開始確定了崇

尚刑名，明白的宣布繼承秦國以往的規章制度，並統一了其他各種制度，包括全

國的水陸交通建制（車同軌）10、全國的文字（書同文）11、全國的度量衡制度（度

同衡）及統一貨幣（錢同幣）12等。 

    秦始皇大力推行改革，創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秦始皇對文字、度量衡之統一，在當時分裂數百年的國家中對相互間的

文化溝通是有益的；然而，大一統的國家卻「以法為教」的統一思想，魏師元珪

先生在解釋《易經．同人卦．卦辭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時強調此卦象辭說明了世間萬事萬物千殊萬別，絕無全然相同的東西，事物總是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同異緊密相連繫，
13
則只是讓思想文化處於一攤死水罷了。 

二、中央集權統治 

1. 君權擴張 

    由於韓非所處戰國時的現實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現臣侵主勢、篡權弒君的現

                                                 
8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45 
9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61 
10 見韓復智，〈秦始皇「車同軌」的問題－秦史研究之三〉《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11 見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三
分 1997，9 
12 見韓復智，〈秦始皇「車同軌」的問題－秦史研究之三〉《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13 見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台北：韜略書局，2003‧9，初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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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以韓非基於當時的社會制度所出現的動亂，主張君主的權勢地位必須保持

絕對的穩固與集中，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容許有半點侵犯和褻瀆。韓

非思想中君主的「勢」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他指出： 

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14 

即使是被儒家稱頌的堯、舜、湯、武等聖人，因其君其臣、臣其君、弒其君而為

韓非認為是天下不治之因15。 

  由於韓非認為人性是一片對於利害的計較之心，君臣之間只是「利益互

計」﹔而君主做為一國之君，當然君主之利高於一切；制定政策既要密切關注臣

民的私利，才不致使臣民為了私利妨害君主之利，所以要設法使臣民逐利產生了

力量轉化為利君。韓非子用最明快的語言表述了君主利益高於一切，他說：「國

者君之車也。」16在這裡韓非把國家做為君主運行的工具，完全把天下視為君主

的私囊之物。既然君利高於一切，天下為君主私囊之物，那麼實行君主專制也就

順理成章了。因此當秦始皇看到他鼓吹君主專制的著作後，忍不住拍案叫絕說：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韓非列傳》 

    韓非將道家本體論中的「道」下降到政治思想中，其所謂「道」就是「主道」、

是「獨道」，由君主一人所獨掌。因此韓非的主道便涵蓋了傳統政治文化中法治

與人治兩個方面。而依據「君道同體」論，無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只能是君主

利益與意志的體現，所以法家之法治不僅是人治，更歸結為君治，其君權擴張理

論達到歷史顛峰。  

2.秦始皇的獨裁、獨斷 

    商鞅說：「權者，君之所獨制也。」17韓非說：「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

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18奉商鞅之法為圭臬的秦國，施行韓非以

法治國理念的秦始皇，最為透徹的便是獨裁獨斷的部分。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為了鞏固政權，制定了以往任何朝代都不相同的政治制

度；不再施行分封王侯的封建制，轉而實施適應時代潮流的郡縣制，他規定國家

的最高統治者稱皇帝，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一切大全都集中在皇帝手裡。政

事無論大小，最後全由皇帝裁決。他規定皇帝自稱「朕」並制訂了一套尊君抑臣

的禮儀制度。中央設有三公、九卿等官職輔佐皇帝。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

夫。丞相是中央政權機構的的最高行政長官，幫助皇帝處理全國的政事；太尉管

                                                 
14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忠孝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9 
15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
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見《增訂韓非

子校釋‧忠孝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8 
1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右下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607 
17 見《商君書．修權篇》楊家駱《新編諸子集成五》，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24 
18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右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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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三公之下設有九卿，分別掌管各部門的政務，他

們都必須絕對服從和執行皇帝的命令，主要官吏全由皇帝任免，。地方推行郡縣

制，把全國劃分三十六郡，郡下設縣；郡的長官叫郡守，縣的長官叫縣令，郡守

和縣令也都由皇帝直接任免。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

統治體系，而由皇帝一人獨掌。這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由秦始皇首創，秦以

後的各個朝代基本都沿襲了這套制度。19 

  秦始皇過分的貪婪專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20建立了高度的中央

皇權，一切權力為他一人壟斷，他「不信功臣，不親士民」21，獨斷專行，連長

子扶蘇的勸諫也不能容忍；侯生、盧生私議始皇，他則以阬殺儒生的手段來加以

對付，如此一來，「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22皇權缺乏了必要的監控和制約。

他以暴虐君臨天下，開封建社會專制獨裁政治之先河。「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

能舉，刑人如恐不勝。」23用殘酷的刑罰來鎮壓人民的反抗，隨意動用族誅之刑，

誅連之廣為歷代所不及。他為滿足個人對財富與權勢的貪欲，來建阿房宮及陵墓

等屬於皇帝個人的龐大建築；迷戀於武功，過度使用民力，建造萬里長城以及其

他龐大工程，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24他大興土木，四處巡遊，

求仙尋長生不死之藥，給人民帶來了繁重的繇役和賦稅負擔。賈誼稱其「以暴虐

為天下始」，25晉代傅玄評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

彘仁而用之，殺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以致於「人仇之，天絕之，

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因為他的殘暴以致於「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26 

3.李斯與焚書坑儒 

  在韓非理想中，以「法」治國可以運用賞罰的力量，使一切人民的言行全部

納入國家的控制中，「法」所能產生的功能，比起道德的培養和感化在講求效率

和功用上顯然快速。但若在社會中出現不配合其教育目標的社會角色，例如：無

法以賞罰趨使者，代表國家的法治教育對這些人毫無效用，韓非認為這些人應該

從社會消失，以免阻礙社會改革工作的進展，即「勢不足以化，則除之。」27 

  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中描寫了兩位居士，28說明對於用刑罰爵祿無

                                                 
19 見汪景麗，〈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還是暴君－試論秦始皇的兩面性〉《內蒙古電大學刊》2008
年第 3期 
20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58 
21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83 
22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78 
23 見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313 
24 見司馬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臺北：洪氏，1974，頁2958 
25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83 
26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82 
2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右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54 
28 「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中描寫了兩位居士，分別為狂矞、華士二兄弟，它們二人立

誓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

祿，不事仕而事力。」結果太公望下令將他們二人殺掉。周公問太公望為何如此做？太公望所持

的理由是：「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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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變其行為的人，只好將其殺掉以便和社會永久的隔離，否則國家法律的運作

會出現危機，因為這等於間接教導人民，不需要服從國家的法律。韓非所下的評

語為： 

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韓非子．

外儲說右上篇》 

這顯得相當的殘忍，任何不認可國家法律的人，其下場只有死路一條。因為他們

阻礙了國家對社會所進行的改造，而且又標新立異，混亂法律的賞罰標準，在以

國家為公利的前提下，只好將這些人與以處死，以免破壞國家的法律制度。所以

韓非的結論是：對於這些無法用賞罰制裁的人，只好予以殺除，使新社會能夠早

日到來。這種運用法律進行社會工程的觀點，純粹是一種國家統治權力的運作而

已，甚至只是國君的權力，完全基於功用、效率的觀點，來看待法律和人民。 

秦始皇和李斯將韓非的法教思想，轉化為政治上的政策，將法教予以徹底地

落實。再加上後來坑殺儒生的舉動，把韓非主張用「以法為教」來達成中央集權

的目標，毫無遺漏地展現出來。李斯在反對博士淳于越建議立封建時奏議時說：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

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

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

吏為師。29 

秦王朝試圖通過高壓政策迫使放棄諸生私學－－執行李斯建議的「焚書令」，意

在燒掉私學教材和取締諸生學習自己信奉的學說和自由。之所以要禁私學，李斯

認為：一方面時代變了，百家爭鳴、厚招游學，是諸侯並爭的時代產物;而「今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讀書人則應學習法令，不應再「善

其所私學」，以古非今；另一方面，私學影響了「法教」的推行：諸生不顧時代

的變遷，「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且「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

                                                                                                                                            
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

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

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見《增訂韓非

子校釋‧外儲說右上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64，565 
29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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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非，出則巷議」，或「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李斯擔心這

種對「法教」的非議勢必造成「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的局面。因此李斯提

議「禁之便」。採取的手段就是焚其教科書與限制其言論自由。這些在在皆是實

踐韓非的「法」思想。 

    焚書事實上要燒掉秦國以外諸國的史官記注，焚燬私藏的「詩書百家語」，

這兩部分典籍是對歷史記載的另一種版本和諸生「師古」議政的主要文獻依據，

同時也是其私學的主要教學讀本。在偶語詩書就會遭受在鬧市殺頭示眾的刑罰的

政治高壓下，以「誦法孔子」為業的諸生若繼續其私學，無疑就會處於危險的境

地。也許幾百年「處士橫議」傳統影響太深，在焚書令下一年之後部分儒生直言

攻擊秦始皇，秦始皇大怒下令坑殺大量儒生於咸陽。焚書坑儒的動作給諸生一個

殘酷的政治信號：放棄舊傳統；同時形成「禁私學」之勢，諸生若不想遠離政治

去學卜筮、醫藥、種樹，就只得學法令，而從法教，「以吏為師」。30 

三、秦王政的滅亡 

  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影響特別大，爭議也特別多。他以雄才

大略，「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31掃六合而一匡天下，結束了春秋戰

國長達數百年諸侯割據的局面，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帝國王朝－－秦朝

開創了中國統一的新紀元。32卻在統一六國之後的短短十五年、二世而亡。 

1.秦政滅亡的因果與透視 

    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諸侯割據混戰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所謂「漢承秦制」、「百代猶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

中國其後近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使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其後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內先進於西方、從而在經濟文化上也發達於西方。數千年來中國帝制所

實行者，皆為秦政，秦制如此堅韌，然而創立秦制的秦朝卻如此短暫，問題顯然

不在制度，而在制度的執行，也就是政策不善；政策不善往往就濫行制度，所謂

「事法」不良，無益「世法」實踐。 

    韓非主張「主之所以尊者權也。」33強調為君之道在於如何「操權」。在君

主專制的中國古代，歷代王權都是國家治亂興衰的根本所在，皇帝必須依賴官僚

的合作來治國、靠人民的配合而享國，所謂「天之曆數在汝躬」34；但由於秦始

皇過分的貪婪專權，建立了高度的中央皇權，後來更獨斷專行，連長子扶蘇的勸

諫也不能容忍；侯生、盧生私議始皇，他則以阬殺儒生的手段來加以對付，如此

一來，「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35，皇權因此缺乏了必要的監控和制約。 

                                                 
30 見王雲慶，杜玥〈秦朝律法檔案的組成及保管利用爭議〉《檔案學通訊》2007 年第 2期 
31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80 
32 見唐德榮，盤娟梅〈秦始皇暴政探析〉，《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五卷第二期 2000．6 
33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心度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13 
34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周書．大誥篇》上海：上海古籍，2007‧12，頁132 
35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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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必須考慮人們的需要和願望，適應國情、民情的需要，立法才會發生

功效。如果制定的法令人們都無力做到而只能違反，那就給執法帶來難以克服的

困難。韓非主張：「凡治天下，必因人情。」36「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

不令而自然。⋯⋯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37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登上了

勝利的頂峰，他把一切的功勞都算在自己身上，沒有意識到其統一其實是歷史發

展綜合的結果，以為是自己一貫法家施行的結果；韓非法治主義最主要的主張－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不同的政治情況應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一昧

的施行苛法嚴刑，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

不反，乃是「法逼民反」。 

    經過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戰亂，人民生活在亂世當中，人心盼望安定，從思

想家的尋求聖主的統一，可見一斑。秦始皇在統一後也曾經察覺到人民需要休養

生息，所以廢分封38，所以「毀壞城廓，決通川防，夷去險阻」39，但是他他為滿

足個人對財富與權勢的貪欲，迷戀於武功，過度使用民力，來建阿房宮及陵墓等

屬於皇帝個人的龐大建築；建造萬里長城雖有防範匈奴入侵的功用，但因加上其

他龐大工程同時建造，過於濫用民力，四處巡遊，求仙尋長生不死之藥，給人民

帶來了繁重的繇役和賦稅負擔40，秦始皇的貪得無厭把破壞了經濟上的根源，反

而使人民輕視法律，才有後來陳勝、吳廣的起義抗暴。 

2.韓非與秦政滅亡的關係 

韓非緊扣在東周末年列國君主以爭霸天下為目標的人情世況上，提供其法、

術、勢並用的治國方針。韓非以人情好惡，論立賞罰之術，考核言行，而管制言

行，做為控制臣下的手段，欲使臣民一切言行，都符合富國強兵的要求，以達成

君主爭霸天下的目的。韓非所規畫下的政治制度，是由君臣組成，君主透過刑德

二柄的使用，形成君主一人獨自支配的局面，以箝制大臣，防止大臣得威；秦始

皇也徹底實踐了韓非的理念，創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進而影響中國政

治體制數千年。然而，韓非也明白，君主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必須借用其

他的力量，才能支持此種趨近一人獨自支配的統治。在他設計下可堪君主借用的

力量，是來自君主重用法術之士。《人主篇》云： 

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

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41 

                                                 
36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八經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150 
37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安危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809 
38 「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39 
39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52 
40 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臺北：洪氏，1974，頁252，253 
41 見《增訂韓非子校釋‧人主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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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故君主能重用法術之士，以箝制

大臣，並以之推行法術，而富國強兵。然而，當君主重用法術之士，將他們引進

由君臣組成的政治結構體時，法術之士便轉化成朝中重臣。而且這種朝中重臣又

相當明白君主操縱臣下的密術;這些密術反而會被利用來蒙騙君主，尤其是新繼

位的君主，就像當時的秦二世。 

  另外能被君主重用的法術之士，主要存在於當時的遊士中，一旦統一天下，

這些遊士很快的便會銷聲匿跡。如果沒有設立其他登用人材的管道，君主只好借

用自己身邊的人手，例如外戚、宦官，來進行支配大臣的統治。這樣的景象清楚

的表現在秦末。當時的法術重臣李斯、宦官趙高、和外戚大將蒙恬，正進行一場

瓦解秦政的權力鬥爭。42 

  韓非出於人性本惡的觀點，區分了道德行為與政治行為，將倫理和道德排

除於政治領域之外，忽視道德教化對民眾思想及社會倫理秩序之維持的影響。他

極度強化國家政權管理形式中的「法」、「術」、「勢」的運用。由於強調君權獨掌

的「勢」，以「法」、「術」作為維護「君權」的工具，以致於其「法」思想中的

權利與義務關係極不對等：一方面以君主為中心地分配權利、利益，使政治主體

權利與義務分配失衡；另一方面更以懲戒性的刑罰體系保護此種上下權益關係，

導致缺乏保護基層民眾權益的機制。這些關係在秦始皇獨斷專權後，強化了君權

與民眾人權間的極端對立及失衡，43所以縱使設計了嚴密的「術」以防範大臣侵

權，不料反對勢力卻來自其所輕視的「民」。 

  後人常歸咎於秦王用韓非的「嚴刑峻法」政策，才導致其二世而亡；殊不知，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一直貫徹著嚴刑主義。韓非雖然主張嚴刑，然而他認為刑罰

的最高境界是讓受刑的人心服口服，他曾借孔子之口說：「善為吏者樹德，不能

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44若

讓受刑者因為受了刑罰而對國家社會產生更大的怨恨，並因此謀劃出更大的罪

行，那麼法的精神便蕩然無存了，秦的滅亡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第二節  韓非法治思想對後代的影響 

    韓非的法治思想對於秦朝統一中國，以及秦始皇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
集權的封建王國都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不僅如此，秦以後的各朝各代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韓非法治思想的影響。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文景

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其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實現了韓非的法治思想。

他們重視法的功能與作用，同時重視禮治與法治，強調在維護君主特權中央集權

的同時發揮法治的作用。這幾個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

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

                                                 
42 見鄧育仁，〈韓非的術論〉《哲學論集》，21期，民國 76年 7月，頁 168-178。 
43 見吳國源，〈論韓非法治主義的政治文化內涵〉《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卷
第 2期 2005年 5月 
44見《增訂韓非子校釋‧外儲說左下篇》台北：台灣商務，1992‧6‧頁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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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誌。「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

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萬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

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45 
    韓非的法治主張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一些諸侯君主的贊同和採納。在暴秦
「二世而亡」之後，雖然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聲明推崇韓非的主張，但實際上因韓

非的思想而在秦朝確立的制度，在此後世世代代得以沿用。表面上，漢代以後統

治階級都以儒學為宗，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事實上卻一

刻也沒有放鬆以法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鎮壓反對皇權的行為和活動。韓非法

治思想和儒家學說一起，強化了封建專制統治。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以後，儒家居於統治地位，但韓非的法治思想並從此消失，反而和儒家相輔

相成，儒法並用，構成了歷代帝王統治的基石。在韓非的法治思想中，貫穿著強

烈的正名思想，他主張「循名責實」強調各就其位，各謀其政，不得僭越。韓非

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

情也。」《忠孝篇》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本質上有一致之處，

形成了以後三綱的雛形。韓非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尊君」思想，

甚至被董仲舒融入儒家政治思想體系，並披上「君權神授」的神學外衣。司馬談

在《論六家要旨》中也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儒法兩家雖然表面上
的政治主張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維護封建君主的專制統治。 
    韓非的理論以「力」為前提，國家要有實力；以君權至上為內容，君利是最

大的公利，臣民的私利不可違背公利；以「利」為目標，人群關係以利計，立法

要能轉私利為維護國家君主的公利。韓非揭開了君臣、君民之間關係的黑暗面。

若不揭開這層黑暗面紗，雙方都缺乏自覺；一旦揭開，又使雙方都處於恐怖之中。

也或許是因為如此，在秦朝以後的歷朝，歷代帝王皆暗用韓非的法家思想，卻都

不與承認。 

    韓非的法治學說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雖相較於儒家思想處於

劣勢地位，但在兩千多的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甚至可說一直是歷代政治家治國

方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三國時代孔明治蜀，開誠布公，平正廉明，正是韓

非子理想的政治家；孔明親手抄寫韓非子的言論勸後主參酌取用，便是希望拿權

略智謀來救助仁恕寬厚的不足；宋代王安石與明代張居正為居宰輔，銳意革新力

謀富強；清代曾國藩「純用重典，以除強暴」，主張嚴刑重法；嚴復「撥亂反正」，

「綜名核實」主張專制政權；梁啟超為救時弊，即力宣傳法治，無不受韓非法治

思想的影響。46 
    另外韓非法治思想中的「道法合流」思想、「君道合一說」，從理論上終結了

諸子政治思想主流的君道兩分、甚至道高於君的人文理念。經由君道同體抵達君

高於道。於是天道、人道、治道，皆歸君道。「君道合一說」開啟了其後兩千多

                                                 
45 見王吉梅，〈韓非法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7年第 4期 
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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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君主神聖的權力祭壇之門，無論是本體哲學的或自然規律的「道」或是「法」，

只有作為政治工具和權力附庸時會被賦予「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韓非的法家

理論及其貌似公理性的「純法」政治訴求，在君道合一、君權至上之下幾乎沒有

向現代公民政治民主憲法轉換的可能性。 


